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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本文阐述了中日之间关于钓鱼岛问题曾经达成的共识，认为关于这个问题可以分三个层次加以理解：一是双方

之间在邦交正常化谈判前后达成了约定，特别是日方默认了“不提”钓鱼岛问题的处理方式；二是在和平友好条约

谈判过程中对“搁置争议”约定的确认，并由两国领导人给予了默认；三是在上述约定及其确认基础之上，两国之

间在处理危机过程中形成的默契，即双方都不改变钓鱼岛的现状。总之，中日之间关于“搁置争议”的共识是在约

定、确认和形成默契的过程中形成的，野田政权的“国有化”措施却破坏了这个共识，结果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

的脚。  

正文 

  自２０１０年９月“撞船事件”发生以来，日方就试图对钓鱼岛实行所谓“实效控制”，企图从国内法层面造

成对该岛实行司法管辖的事实。日本领导人还多次公开否认两国之间曾有过“搁置争议”的共识，其实就是为单方

面改变钓鱼岛现状的行为寻找借口，最终在２０１２年９月做出“国有化”决定，使中日关系陷入了僵局。事实

上，中日之间关于钓鱼岛问题“搁置争议”的共识是在中日邦交正常化过程中形成的，对此，日方也是认同的。正

因为两国有这个共识，并在邦交正常化谈判、和平友好条约谈判和后来的数次突发事件处理过程中，都坚持了这个

共识，所以才有了４０年来两国关系的和平发展，这是中日关系发展轨迹给予我们的重要启示。纵观中日邦交以后

的全过程，“搁置争议”的共识经过了由约定、确认到形成默契的过程，本文旨在通过三个层面阐述“搁置争议”

之存在及被遵守的事实，驳斥现在的日本当局背信弃义对这个共识存在的否定。 

  一、“搁置争议”的约定 

  鉴于钓鱼岛问题的复杂性，中日两国领导人事实上从１９７２年开始便把该问题以“不提”的方式吊了起来。

这是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之前，在当时的大战略和两国政治家的大局意识背景下，为了不影响邦交正常化谈判的顺

利进行，在双方领导人之间形成的约定。 

  首先，中方的态度与当时的大战略密切相关。这个问题包括中国对《美日安保条约》和“佐藤－尼克松声明”

的态度转变，也包括中国对台湾问题的重视程度，还包括中国的对苏战略，这些是中方提出暂时搁置该问题之建议

的重要背景。关于《美日安保条约》，中国本来一直是持批判态度的，但是中美和解之后改变了态度。１９７２年

２月，美国总统尼克松在与毛泽东的会见中提到过《美日安保条约》问题，他想知道日美之间的军事同盟关系是否

构成中美和解的障碍，当时尼克松对毛泽东说：“我想大部分国家都会承认我们的会谈，但是苏联不会同意，日本

也表示怀疑，他们是这样说的。日本将来怎么办？关于这一点，我知道我们之间有分歧。到底日本是完全中立的

好，还是完全放弃防卫能力的好，或者暂时与美国保持一定关系的好？” 

  后来，尼克松在与周恩来的会谈中，再次提到《美日安保条约》，他说：“美国可以退出日本海域，但是，如

果美国退出的话，其他国家会进入这个海域来活动。如果美国让日本处于毫无防备的状态，那么，日本会寻求其他

国家的保护，或者自己建立防卫力。另外，如果美国不与日本保持防卫上的协定，那么对于日本向何处去，我们就



没有任何影响力了。”这里，尼克松所说的“其他国家”，显然是指苏联。这段话也是美方较早阐述《美日安保条

约》的“瓶盖”作用，而且是对中国领导人说的。 

  中国既然默认了《美日安保条约》，那么对于“佐藤—尼克松声明”也就网开了一面。１９６９年１１月２１

日，日本首相佐藤荣作与美国总统尼克松签署声明，其中规定了韩国的安全是日本安全的紧要问题，还规定了维护

台湾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也是对日本的和平与安全来说极为重要的要素，特别是规定了美国将在１９７２年将冲绳的

“施政权”“返还”给日本。因为该声明的“涉台”内容，所以１１月２８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对之进行了批

判。但是，１９７２年６月１７日，也就是冲绳“返还协议”签订一周年之际，佐藤荣作宣布辞职，７月７日田中

内阁成立，于是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进程真正进入了日本政府的议事日程，这时中国已经默认了《日美安保条约》，

所以也改变了对“佐藤—尼克松声明”的态度。 

  １９７２年７月２７日，田中角荣的“密使”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来到北京，周恩来就中日邦交正常化

联合声明的内容向他表示：“问题有三个，请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放心，一个是不涉及《美日安保条约》，因为如

果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安全条约对中国的效力也就失效了。第二个是不涉及１９６９年的‘佐藤—尼克松联合声

明’，邦交正常化声明发表后可以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剩下的事情可以由法律专家来做。第三个是《日台

条约》问题，田中首相几次谈到理解中国所主张的建交三原则，是不是尊重的意思？”可见，当时周恩来最大的关

心是台湾问题，亦即日本能否断绝与台湾当局的“外交”关系问题，而不是日本之间的安保条约和“佐藤—尼克松

声明”。 

  周恩来的上述三点意见，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他关于不涉及１９６９年的‘佐藤·尼克松联合声明”的保

证，其实也决定了中国不会提钓鱼岛问题，因为这个声明涉及到冲绳“返还”问题，因此也涉及钓鱼岛问题。这是

中国“不提”钓鱼岛问题的政治背景，即由于台湾问题与对苏战略更加重要，所以“不提”《日美安保条约》，当

然也不会提“佐藤—尼克松声明”，也不会提钓鱼岛问题。 

  其次，日方的态度与他们的大局意识有关联。关于钓鱼岛问题，日本也有其大局意识，其中既包括对台政策也

包括对华政策，日本想寻找一条既不损害日台关系又能打开中国大门的途径。当时围绕钓鱼岛问题，台湾当局也与

美国进行了交涉，台湾反对美国把钓鱼岛包括在冲绳之内“返还”给日本，而美国则试图在这两个盟友之间谋求中

立，不想把钓鱼岛“返还”给日本。比如，１９７１年６月９日，距离冲绳返还协定正式签字还有８天，当时，美

国国务卿罗杰斯对日本外相爱知揆一说：“国民政府非常忧虑一般国民的反应，他们对美国政府也施加了压力。”

“所以希望你们能够帮助我们一下。” 

  在美国顾虑与台湾的关系背景下，日本开始考虑解决之策。根据日本外务省的解密文件１９７１年７月５日记

录，当时，日本外务省认为：“尖阁诸岛是我国领土，这是无可争议的事实，关于尖阁诸岛的领有权问题，不考虑

与任何国家的政府进行对话。但是，关于领有问题日华（即日本和台湾）双方互相反对有可能给日华友好关系带来

恶影响，另外，如果日华围绕该问题的对立被突出的话，就会给中共（中国共产党）在日华友好关系中打入楔子提

供借口，所以，日华双方的政府有必要极力注意不使该问题成为日华双方的重大问题。”外务省这份文件所反映出

的是，日方有意与台湾之间淡化这个问题，《产经新闻》认为这反映了日本政府当时是有意将这个问题搁置起来

的。最后，日本外相爱知揆一向美方保证：“我们有自信在不给美国政府添麻烦的前提下处理好此事，如果有必

要，可以进行会谈。”最后，美国终于同意用经纬度的方式表示“返还”范围，钓鱼岛也在此范围内。 

  正是在上述思路之下，日本在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时也有意用搁置争议的办法处理钓鱼岛问题。比如，上述竹

入义胜就向周恩来解释，如果自民党内阁提及日美安保的话，便什么事都做不成，他请求中国不要提这件事。因为

钓鱼岛问题与日美安保密切关联，所以，在竹入义胜提出钓鱼岛问题时，周恩来对他说：“钓鱼岛问题可以不谈，

和邦交正常化相比，这个问题是小问题，不会影响中日关系正常化。可以把它作为日美关系来处理。美国因为尚未

与我国建立外交关系，他们当然希望日本等一下，这是他们的想法。” 

  周恩来的这番话有两个含义：一个含义是钓鱼岛问题与《日美安保条约》有关联，可以作为日美关系来处理，

意思是这个问题和安保条约一样可以暂时不提，但是不等于中国放弃了主权要求。另一个含义是，美国并不希望日

本先于美国与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如果中日因为安保条约问题或者钓鱼岛这样的“小问题“而推迟邦交正常化，

将对中日两国都不利，两国应该求大同存小异，抓住时机实现关系正常化。 

  然而，在周恩来和田中角荣的政治决断下，当时的中日两国领导人并没有在历史问题上过于纠缠，也没有让钓

鱼岛问题挡住通往邦交正常化之路。特别是在钓鱼岛问题上，双方以“不提”的方式绕过了障碍，为邦交正常化扫

清了道路，找到了一条实现邦交正常化的途径。 

  此处笔者所要强调的是，“不提”钓鱼岛问题并不意味着中日之间没有“领土问题”存在，而是双方都为大局

考虑，并有搁置争议的约定。对于这一点，一些事实可以证明：１９７２年９月３０日，日本外相大平正芳在回答

《朝日新闻》记者采访时说，此次与中国谈判，没有谈“尖阁列岛”问题，中心是邦交正常化。１０月１日，田中

角荣在高尔夫球场会见记者，他说：“我曾经明确提出了关于尖阁列岛领有权问题。但是周恩来总理说：我现在不

跟你谈这个问题，这个地方在地图上都找不着，只是因为发现石油后才出现问题。”田中角荣证实了当时他向周恩

来提了钓鱼岛问题，说明领土问题是存在的。１１月６日，大平正芳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上回答公明党代表正木良

明的提问“日中和平友好条约是此处笔者所要强调的是，“不提”钓鱼岛问题并不意味着中日之间没有“领土问

题”存在，而是双方都为大局考虑，并有搁置争议的约定。对于这一点，一些事实可以证明：１９７２年９月３０

日，日本外相大平正芳在回答《朝日新闻》记者采访时说，此次与中国谈判，没有谈“尖阁列岛”问题，中心是邦

交正常化。１０月１日，田中角荣在高尔夫球场会见记者，他说：“我曾经明确提出了关于尖阁列岛领有权问题。



但是周恩来总理说：我现在不跟你谈这个问题，这个地方在地图上都找不着，只是因为发现石油后才出现问题。”

田中角荣证实了当时他向周恩来提了钓鱼岛问题，说明领土问题是存在的。１１月６日，大平正芳在众议院预算委

员会上回答公明党代表正木良明的提问“日中和平友好条约是否谈到领土问题”时说：“向后看的问题已经结束

了，和平友好条约是向前看的问题。”大平正芳实际上是间接回答了这个问题，即：钓鱼岛问题已经被搁置起来。

可以认为，大平正芳是承认“搁置争议”约定的。 

  另外，“不谈”钓鱼岛问题，绝不是意味着不存在“领土问题”。比如，１９７３年４月，时任中国国家副主

席董必武会见日本驻华大使小川平四郎时说：“钓鱼岛问题今后可以进行合理对话。”１９７４年１０月１３日，

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华国锋也谈到，希望尽快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并且指出钓鱼岛问题应该在和平友好条约

缔结以后两国通过对话慢慢解决。这就进一步表明了当时周恩来所说的“不提”钓鱼岛问题并不意味着永远不谈这

个问题，也不是默认日本对这几个岛屿事实上的控制，更不是意味着中日之间没有“领土问题”。以上事实反映了

中日双方在大战略和大局意识下形成了搁置争议的约定。 

  对于这个约定，１９７８年４月２０日，大平正芳针对当时双方围绕钓鱼岛问题发生的摩擦对记者说：“关于

尖阁列岛问题应该回到中日联合声明的轨道上来。”后来，他的政治顾问伊藤昌哉在回忆录中提到此话，还特意在

《中日联合声明》一句的后面加注“尖阁列岛被搁置”。可以认为，大平实际上暗示了“中日联合声明的轨道”就

是“搁置争议”的轨道，“搁置争议”是《中日联合声明》轨道上的一部分。 

  二、“搁置争议”的确认 

  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搁置争议”的约定不但继续被两国政府所遵守，而且还由邓小平首次提议使用“搁置

争议”的提法进行确认。这一确认为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创造了条件，成为两国领导人互相信任的典范。 

  邦交正常化实现之后，中日两国开始着手进行和平友好条约的谈判准备。如果说邦交正常化之后，中日两国基

本解决了台湾问题的话，那么，和平友好条约谈判过程中双方争论的焦点就是反对霸权问题。中国当时坚决要求日

本将反霸条款写进和平条约里，为此中方并不想让钓鱼岛问题成为和平条约的障碍。１９７４年１０月３日，邓小

平会见以黑田寿男为团长的日本“日中友好协会”和以中岛健藏为团长的“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代表团，关于中日

和平友好条约问题，邓小平说：“希望克服一切障碍尽快进行谈判，钓鱼岛问题最好搁置起来。”这是中国首次明

确提出搁置争议的提案。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对于中日两国来说，克服障碍签署这个条约是当时双方政治家的最大共识，因

此搁置钓鱼岛问题也就再次被提了出来。可以说，关于钓鱼岛问题，１９７８年的情形与１９７２年邦交正常化时

基本类似，即有必要把它吊起来，留待以后再说。所以，对于邓小平１９７４年的提议，日方也是认可的，它决不

是中方的一厢情愿。比如，１９７８年３月１０日，园田直在国会参议院就和平友好条约问题发言说：“因为日中

和平友好条约不包括领土问题，所以，双方在谈判友好条约时不谈‘尖阁列岛’问题。”当时，他还直截了当地

说：“‘尖阁列岛’现在并没有被不法占据，而是在我国的施政管理之下，中国是在发现石油之后才提出要求的，

这个问题对日本国民来说很重要。但是，尽管如此，现在提出这个问题不是‘良策’，应该在另外的机会向中国表

示尖阁列岛在历史上就是日本的领土”。 

  可见，“搁置争议”是中美日共同的目标，中日双方在这种背景下形成了克服障碍、搁置争议、尽快签署和平

友好条约的共识，并对“搁置争议”进行了确认，故不能认为“搁置争议”是中方单方面的主张。 

  “搁置争议”的确认。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谈判过程中，除了苏联的压力之外，日本国内，特别是自民党

内的鹰派也趁机破坏中日之间的谈判。比如，自民党内的鹰派集团青岚会（石原慎太郎也是成员之一）当时就提出

要中国明确承诺该岛归日本所有，他们称不能出卖领土换取和平条约，公开反对“搁置争议”。１９７８年３月，

自民党鹰派议员玉置和郎说：“如果在和平条约谈判中不提尖阁诸岛问题，那该岛很有可能成为第二个竹岛。”党

内的阻力导致了园田直原定于４月１２日至１５日的访华计划也没能如期进行。在这种情况下，中方采取了巧妙的

反制措施，４月１２日，中国各省出动上百艘渔船进入钓鱼岛周围捕鱼，引起日本一片恐慌，自民党鹰派的青岚会

坚决主张对华采取强硬措施，要求日本政府立即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强力行使主权。鹰派议员提出应该立即讨论在

主岛钓鱼岛建立直升飞机机场和灯塔问题，以表示日本的“实效统治”，中曾根康弘也主张尽快实施“实效统治”

措施。小泉纯一郎指出，应该立即向中国提出抗议。 

  另外，中国的强力反制，也给自民党鹰派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他们攻击干事长大平正芳，因为他是中日邦交正

常化时的外相，青岚会成员和中曾根派议员都盯住大平正芳，要他说明关于中日两国处理钓鱼诸岛问题的经过，追

问中日之间在邦交正常化时是否订立过密约。他们怀疑“尖阁列岛的归属可能是模糊的”，“中日之间可能有密

约”，他们认为这些问题大平正芳应该最清楚。１９７８年４月１３日，玉置和郎追问内阁１９７２年中日之间是

否达成了关于搁置钓鱼岛问题的秘密协议，对此，外务省亚洲局长中江要介回答：“日中邦交恢复时没有关于搁置

尖阁列岛的密约。”这是日本外务省首次就“搁置争议”问题表态，否认有密约存在。然而，作为干事长的大平正

芳当时的基本态度却是：“尖阁列岛”是日本实效支配的领土，该岛确实位于中国领海以外，不同于竹岛和北方领

土，所以没有必要特意提出异议使之成为第二个竹岛问题，并使日本与台湾之间的关系恶化。他认为，这个问题不

仅涉及中日关系，如果与台湾之间的关系也出现麻烦，将对日本不利，不如维持现状。他说，这表面上看似乎态度

软弱，但是这是正确的方法，是良策。 

  事实上，从１９７２年到１９７８年间，日本没有采取所谓实效统治措施，中方也没有采取行动挑战日本的所

谓“实际控制”。当时海外保钓人士早已将保钓运动转向了祖国统一活动，所以，中国民间也没有在钓鱼岛问题上



提出激烈的诉求。可以说中日双方在这段期间都恪守了“搁置争议”的约定。如上所述，直到１９７８年４月１２

日，“渔船事件”发生之后，大平正芳才“披露”了双方存在这样的约定，尽管这个约定未必是书面协议，但是，

他在和平友好条约谈判的关键时刻透露出来，可谓意味深长。 

  笔者认为，大平正芳在１９７８年４月２０日暗示中日联合声明就是“搁置争议”轨道，就是对中日之间存在

“搁置争议”约定的确认，这是基于中日老一辈政治家之间的信赖关系而铺设的轨道。回顾一下中日邦交正常化的

情形，会加深我们对这种信赖关系的理解。在中日邦交正常化过程中，大平正芳作为外相参与了中日谈判的全过

程，并与周恩来之间建立了信任关系。当时，作为邦交正常化的三个条件，日本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

合法政府，并表示“理解与尊重”中国关于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同时将这一态度写进联合声明，但是不同

意把废除“日台条约”问题写进联合声明。日方的考虑是该条约并不是非法的，所以用“废除”的方式写在两国外

交文件中，有失国家的尊严。大平正芳表示自己可以通过适当的方式处理这个问题，即“由日方单独做出结束与台

湾之间外交关系的表示”。当周恩来问大平正芳什么时候发表，请明确说明日期时，大平正芳想了一下说：“请相

信，外交问题是绝不会失信的。如果定下日期，万一届时晚一个小时或一天，就会影响两国的信赖关系。因此，请

相信我，由我来办。”当时周恩来相信了他的为人，并纸上写下“言必信、行必果”递给他，在场的田中角荣也写

下“信为万事之本”回赠周恩来。大平正芳果然信守承诺，２９日上午，中日联合声明在人民大会堂签字之后，他

就在民族饭店新闻中心对记者说，联合声明虽然没有涉及日台断交问题，日本政府的见解是，作为日中邦交正常化

的结果可以认为“日台条约”已经失去意义，宣布结束。这等于宣布日台断交。 

  １９７８年，大平正芳重提“中日联合声明的轨道”意味着日本将继续遵守承诺，搁置争议。中江要介虽然否

认存在“密约”，但是，大平正芳在１９７８年４月２０日披露的信息却是值得注意的。正像他曾经信守关于宣布

结束“日台条约”的口头约定一样，他事实上也同样遵守了中日双方关于搁置钓鱼岛争议的约定。正是在这个基础

之上，中方才信任日方，并再次与日方形成了“搁置争议”的共识。１９７８年８月１０日，园田直在北京询问邓

小平钓鱼岛问题，说他如果不提这个问题的话，将“无颜见江东父老”，邓小平当时对他说：“一如既往，搁置它

二十年、三十年嘛。”园田直就想听邓小平说搁置这个问题，他特别担心邓小平说出“这不是日本的领土，而是中

国的领土”。所以，当他如愿以偿地听到邓小平说可以“搁置争议”，就一厢情愿地把邓小平的话理解为中国承诺

了钓鱼岛在日本控制之下，就让它维持现状。１９７８年１０月２２日，邓小平赴日访问，并于２３日在日本首相

官邸参加《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换文仪式。２５日，邓小平在会谈中对福田赳夫说：“还有一点必须说明，两国

之间存在各种问题，比如钓鱼岛问题，日本叫尖阁诸岛。这个问题这次会谈可以不提，我在北京已经跟园田外相讲

过，可以留给我们的下一代解决，他们比我们更有智慧。”邓小平此处当然是指８月１０日，他在北京被来访的园

田直问道钓鱼岛问题时的回答，也是在此确认两国关于“搁置争议”的约定，特别是邓小平澄清了日方的误解，明

确指出：“搁置争议是留给下一代解决，根本不是承认日本的控制。对于邓小平的确认，当时福田首相没有表示异

议。”也就是说他默认的邓小平的确认。２５日下午，邓小平在东京日比谷的日本记者俱乐部面对各国记者就这个

问题的提问，重申了他的看法：“中国把尖阁列岛称为钓鱼岛，从名称开始就不一样，围绕钓鱼岛的主权问题中日

之间确实存在分歧，邦交正常化时，双方曾承诺不触及这个问题，这次双方在进行和平友好条约谈判时也承诺不触

及这个问题。中国人的智慧只有这一个方法，因为如果提及这个问题的话，就说不清楚。所以暂时搁置也无妨，我

们的后代会比我们更聪明，可以想出双方都可以接受的解决办法。”这一次，邓小平对世界媒体声明的是搁置争

议。对此日方自始至终都没有提出异议，不反对当然就是默认。 

  现在两国参与邦交正常化与和平友好条约谈判的老一辈政治家都已作古，尤其是在日本，后代不但没有继承上

一代的聪明智慧，而且还失去了他们的诚信品德，开始矢口否认两国之间存在搁置争议的约定和确认，这不能不说

是中日关系的一大憾事。 

  三、“搁置争议”的默契 

  中日两国领导人之间不仅具有“搁置争议”的“君子约定”，而且还在事实上通过“突发事件”的处理逐渐形

成了“搁置争议”的默契。尽管在邦交正常化之后，两国围绕该问题发生过多次摩擦，但多由“民间”引起，官方

之间事实上在“搁置争议”的框架下冷静地处理了一系列事件，特别是日方也没有直接对钓鱼岛采取所谓实效控制

措施，而是在一段时期遵守了关于“搁置争议”的默契。 

  日本鸽派领导人主张遵守“搁置争议”的约定。１９７９年，自民党内的鹰派曾利用中国渔民的捕鱼问题积极

推进过所谓实效控制过程。如，１９７９年５月２１日，由中曾根康弘在幕后操作，日本冲绳开发厅不经过外务省

同意就决定在钓鱼岛建设简易直升机机场，为开发该岛屿实行“实效统治”做准备，并通过海上保安厅的直升飞机

和巡视船向钓鱼岛运送了相关器材。简易机场本来计划是２０平方米，后来考虑到５平方米就足够人员上下和物资

运送，于是只建了５平方米的微型简易停机坪。冲绳开发厅还编制预算，计划用一年时间对钓鱼诸岛周边的海流、

浪高、气候等自然条件进行调查。他们还讨论了今后如何开发该岛，是否设立灯塔、避难所和直升机机场等问题。 

  同年５月２６日，冲绳开发厅还派遣了以琉球大学教授池原贞雄威团长的钓鱼诸岛调查团从那霸出发，乘坐海

上保安厅鹿儿岛海上保安部所属的巡视船“宗谷”号（３８００吨）开始到该岛屿进行气象、地理、生物等综合科

学考察，为开发准备数据和资料。２８日，调查团的３１人在钓鱼岛集合，对该岛的气象和地址情况进行了勘察。

调查团的成员由学者、冲绳开发厅和国土地理院的职员构成，他们从巡视船承直升飞机在刚刚建成的钓鱼岛简易停

机坪登岛。调查团的调查活动预计一年，对象包括钓鱼岛、南小岛和北小岛。调查的内容包括气象、海流和岛上的

地质以及表面流水和地下水，还有岛上及海水中的生物等项目。其中七项调查需要一年时间，其他项目的调查将在

７月份提出中间报告，１９８０年３月之前提出最终报告。日本打算根据这个报告编制预算开发钓鱼诸岛。 



  对于日本鹰派通过开发实施的所谓实效控制措施，当时中国政府曾指出日方违反了“搁置争议”的“同意事

项”。１９７９年５月２３日，中国外交部指出：“中国一贯认为两国已经搁置了这个问题”，并指责日方的行动

违反了中日双方之间的“同意事项”。５月３０日，中国外交部亚洲局局长沈平召见日本驻华使馆临时代办伴正

一，就日本在钓鱼岛建立简易停机坪和派遣调查团一事提出口头抗议。沈平说：“关于钓鱼岛问题中日两国同意留

待将来解决，日本的行为明显违反中日之间‘同意事项’，希望日本以大局为重，不要损害两国关系。 

  关于“同意事项”是否存在，尽管有上述大平正芳的透露证明确有其事，但日本外务省的公开表态仍然是：

“不存在这样的‘同意事项’，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时，没有关于搁置争议的‘同意事项’。”不过，事实上关

于这次由鹰派，日本内阁并没有形成统一意见，尤其是没有向当时的首相大平正芳报告。外相园田直也对鹰派表示

了不满，他说：“到底是维持现状有利？还是制造问题有利？邓小平副总理说过可以２０年、３０年维持现状。我

不想再说了。”显然，园田对冲绳开发厅的行动极为不满。园田在国会结束后对记者说：“我的意见是：第一，尖

阁列岛已经在我国控制之下；第二，没有必要再采取显示有效支配的动作。”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园田的看法与外

务省的公开表态有区别。事实上直升机停机坪是鹰派控制的运输省指示建造的，调查团也是鹰派掌握的冲绳开发厅

派遣的。外务省虽然接到了报告，但是并不能禁止各部门的行动，因为运输省和冲绳开发厅是在日本“主权”范围

内采取的行政措施，外务省即使从中日关系的大局考虑不同意这种行政措施，也只能表示应该慎重的意见，更不能

向中国事前通报这种措施。其结果则造成了大平内阁期间鹰派失控，推进了实效控制措施的事实，但是，鸽派表示

了不满，证明鸽派仍然承认中日之间存在“搁置争议”的约定。 

  日本政府禁止日本人登岛。如上所述，中日双方的争议在于对“搁置”钓鱼岛问题的理解有异议。但是，就日

方来说，至少外务省和自民党内的鸽派并不支持鹰派有人企图改变钓鱼岛现状，实施实际控制的行动。比如，１９

９６年７月１５日，日本的右翼组织青年社成员在北小岛建立了灯塔。８月１８日，他们又在钓鱼岛竖起一面日本

国旗，以此宣示日本对钓鱼诸岛的主权。９月２９日，在中日副部长级别会谈中，日方告诉中方他们没有批准也不

支持右翼组织在钓鱼岛设立灯塔的行为。外务事务次官林贞行指出：“两国之间不存在搁置争议的协议。”同时也

说：“日本因为实际控制着钓鱼岛，所以不会同意搁置争议的说法，但是为了不影响中日关系大局，日本政府也制

定了不批准右翼团体在岛上设立灯塔的方针，并且将这一方针通报给中国。”这证明了日本事实上遵守“搁置争

议”的约定。 

  １９９７年４月２７日，石垣市议员与一名自称《产经新闻》记者的人登上主岛钓鱼岛，日本海上保安厅官员

对他们进行了询问，但是他们除了回答自己的姓名之外，没有就登岛的目的进行解释。对此，日本海上保安厅人员

说，因为是日本的领土，所以登岛没有问题，但是我们得到情报，台湾的议员下个月即将跟随抗议船队前来，二人

的行动无意会刺激对方。后来，二人告诉海上保安厅，他们是为了证实在石垣市把住民登记地址写成钓鱼岛的事实

是否存在。对此日本内阁官房副长官古川贞二郎对记者说：“尖阁诸岛的土地所有人并没有允许他们登岛。海上保

安厅也把这个意思向他们作了说明，但是他们无视劝告仍然登上岛屿，非常令人遗憾。” 

  １９９７年５月６日，新进党的西村真吾和自民党的石原慎太郎等人计划登钓鱼岛，这是首次有日本国会议员

登岛，最后是西村等人登上钓鱼岛。早在４月，钓鱼岛的土地所有人曾向海上保安厅提交过一份申请书，提到禁止

改变岛上的设备和现状。西村等人的秘书多次通过电话和信件要求所有人允许他们登陆。但是，钓鱼岛土地“所有

者”告诉海上保安厅他不希望有人登岛。对此，首相桥本龙太郎说：“土地所有者不同意他们上岛，他们无视劝

告，即使是国会议员，有这个权利吗？”官房长官鶨山静六批评说，土地所有者没有承认登陆，所以登陆行为是违

法的。对此事件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唐家璇召见日本驻华大使佐藤嘉恭，对西村等人的行为表示愤慨。同时，唐家璇

也表示注意到桥 

  本龙太郎对西村等人行为的发言，证明两国政府是有共识的。其实在日本国内，甚至西村所属的新进党内也对

西村的行为有不满意见，当时，新进党干部会议上，干事长西冈武夫表示这不会对中日关系有利，“这既不是事先

得到党内同意的行为，也没有履行必要手续，纯属他个人的行为”。 

  １９９９年７月２３日，西村在日本众议员安全保障委员会提议国会议员登陆钓鱼岛，因为没有人表示反对，

被提交理事会讨论。对此，官房长官野中广务说：“国会的行为，政府不加评论，但是鉴于迄今为止的过程，希望

能够慎重考虑。日本外务省官员也表示：现在日本实效支配着该岛屿，没有必要采取故意刺激中国的行动。”７月

３日，中国驻日大使陈建会见自民党干事长森喜朗，对日本国会议员登岛计划表示担忧，森喜朗表示要尽最大努力

避免不正常的事情发生。 

  日本外务省强制遣返登岛中国人。２００４年３月２４日，中国７名保钓人士登上钓鱼岛，这是继１９９６年

以来第二次有中国人登岛。对此，小泉首相表示，将按照法律进行处理，作为法治国家这是当然的，但要尽量冷静

处理避免影响中日关系。他还强调这是现场执法人员的判断，这次登陆因为日本事前没有得到情报，所以没有有效

阻止他们登岛。考虑到由于小泉参拜靖国神社导致的中日首脑互访中断和川口顺子４月份即将访华，小泉内阁把他

们遣送回中国。当时日本右翼组织青年社也准备登岛，但是被日本海上保安厅阻止。海上保安厅第１１管区命令停

泊在石垣岛的青年社渔船，要他们不要出发，青年社只好放弃了登岛的计划。小泉内阁虽然因靖国神社问题与中国

关系紧张，但是在钓鱼岛问题上，没有雪上加霜，还是按照以前的“惯例”，让事件不了了之。 

  小泉内阁虽然在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上与中国发生了摩擦，但是在处理中国保钓人士登岛的问题上，决定将他们

“遣送回国”，没有实施类似逮捕或者羁押等措施。小泉的决定受到了日本国内的批评，批评者认为，不应该把这

７个中国人遣送回国。但是，当时参与处理的外务省亚大局长薮中三十二认为：“重要的是日本在尖阁诸岛执行了



日本的法律，这已经向全世界表示了日本已经实效控制了这个岛屿。也就是说，日本的警察逮捕了‘不法’入境的

中国人，日本的检察官决定把他们驱逐出境，这已经是十分重要和必要的程序。至于对于不法入境者再多关押几

天，不会改变基本事实。 

  ２０１０年９月，中国渔船船长詹其雄被日本扣留，民主党鹰派政权改变了过去立即遣返的做法，转而起诉并

且按照国内法实行羁押，以显示日本对钓鱼岛实行的实际控制。此举引起了中国的激烈反弹，最后日方不得不释放

了詹其雄。鉴于詹其雄案的教训，野田政权不得不收敛了试图实行所谓实效控制权的尝试，并在２０１２年８月，

中国香港保钓人士登岛后，按照以前的“管理”将他们迅速遣返回香港。野田政权这种做法，其实就是回到了小泉

时代的处理办法，这样做的好处就是，不会引起中方的激烈反弹，又可以在日本国内把这种措施解释成履行了必要

的法律程序。这是薮中三十二提出的办法，是默认“搁置争议”的办法。这种办法意味着日本对“搁置争议”的默


